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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探寻中华民族自觉兴起之历程1 

           ——评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章永乐*
 

 

摘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以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为骨干，借助

了新文化史的研究进路，将情感、思想形态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翔实丰富的史料与扎实

的理论分析，呈现出中华民族观念与认同推进的各个历史步骤，同时也精确地勾勒出相关研究领

域内部的前沿讨论格局，并为回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如果说中华民族从

“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是一个自我重塑的过程，《重塑中华》也内在于这一过程，代表着从

“自觉”朝向“更大的自觉”的思想实践。 

关键词：中华民族；民族主义；多元一体  

 

 

从一战爆发到苏联解体，已经过去的“短二十世纪”
2
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也是一个民族塑

造（nation-building）的世纪。随着一度具有强大整合力的冷战意识形态的退潮，既有的民族国家

的认同在两个方向上受到冲击：在外部，美国强力推进的经济全球化、以欧盟为典型的区域一体

化运动、国际法领域中以“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ion）理论对“人道主义干涉”

的支持，都在削弱民族国家原有的自主性（autonomy）；在民族国家之内，具有离心乃至分离倾

向的区域、宗教、族群认同兴起，也强烈冲击着国家的整合。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自上而下

冲击民族国家的力量有所弱化：经济全球化的态势趋于停滞，其原来的推动者美国改奉“美国优

先”路线，热衷于贸易保护政策；作为超国家政治单位的欧盟，其一体化进程踟蹰不前，分裂的

危险日益增大。然而，自下而上的冲击力量仍然此起彼伏。在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会是

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组织形式，但许多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将持续受到考验。 

黄兴涛教授的观念史著作《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3
问世于这样一个

历史时刻，其问题意识也与这一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冷战落幕为前一阶段的政治整合话语带来了

新的困境，在中国国内，“中华民族”话语被期待发挥更大的政治整合功能，但同样遭遇到上述

两个方向上的“夹击”。在学理上，最大的质疑路径，是以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为“实”，以

中华民族为虚，将中华民族观念视为一种缺乏历史依据、自上而下强加的官方建构物。这一质疑

并非野狐禅，而有相当的学术积淀——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的“满蒙学”曾经对中华民族的一

体性提出系统的质疑，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历史论述论证
4
；在二十一世纪，最为系统的质疑来自

                                                        
1 本文刊载于《史学月刊》2018 年第 10 期，第 104-114 页。 
*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 UCLA 政治学博士。 
2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 页。汪晖则将中

国的“二十世纪”定为 1911-1976，参见汪晖，《短二十世纪》，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3
 本书目前有两个版本，其一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简体字版，其二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繁体字版。本

文在引用时，使用的是内地读者更容易获得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本。  
4
 “满蒙学”代表作是矢野仁一的《近代支那论》，提出“中国非国论”和“满蒙非中国领土论”。1927 年著名的

《田中奏折》中对矢野仁一的论述大加赞扬，该奏折可能系日本官员森恪、铃木贞一和吉田茂等人炮制，但日

本的国策却是按照此方向前行。参见李明：《日本知识人“中国论”的检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

所编：《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 7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4 年版，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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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于美国“新清史”，尽管其研究者未必都有清晰的政治自觉。 

从“满蒙学”到“新清史”，其中国叙事内部一直潜藏着两种政治状态的对立：在第一种状

态下，满洲统治者自上而下地建立对巨大的疆域上诸多族群的统治，但没有在这些异质性很强的

族群之间建立强劲的横向联系与认同；而辛亥革命则带来第二种政治状态，一个主体民族的国家。

论者又认为，原本服从于满洲统治者的大量亚洲内陆边疆族群，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主体民族的

国家之外。从“满蒙学”到“新清史”，诸多研究者坚持将“中国”与“汉族”绑定在一起，认

定包含境内全部族群的民族认同是人为建构的，缺乏历史基础。用更晚近的理论话语来概括，这

就是在“帝国”（empire）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 之间的二元对立范式，在此中国被设想

为一个汉人的民族国家，而统治着诸多族群的清帝国包含中国，但不等于中国。
1
 

更一般的冲击来自民族主义研究晚近的主流范式，黄兴涛将其命名为“建构论”。他将已故

民族主义研究大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著《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视为“建构论”的代表著作。
2
 那么，挑战究竟从何而来？从《想象的共同体》在

汉语世界中的传播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想象的共同体”是一个极易遭到误解的表述。按照安

德森的本意，“想象”（imagine）并无“虚构”乃至“虚假”的意思，而是强调，民族（nation）

是一种超越面对面（face-to-face）交往社群的认同，它的维系需要一种共时性想象；这种“想象”

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总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安德森并不试图提供一个规范性理论，

论证合乎哪些条件的人群有资格达到民族的门槛，他的工作方向是对其研究的历史现象进行分

类，尤其是重述“想象”的约束条件与基本机制。 

但不管安德森的本意是什么，描绘和展示民族认同塑造的过程，多少会导致对所分析的民族

认同的“去神秘化”和“去神圣化”，而这会进一步带来两种反应：一部分受众倾向于认为，经

过剖析的民族认同，从本质上就是虚构的，是假的，而这就使得“建构论”有可能变成“解构”

民族认同的理论工具——对于自己拒绝的那些身份认同，就可以分析其通过何种权力结构与政治

机制生产出来，从而将其空洞化、相对化。海外大量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其重点就在

于选择性地运用“建构论”的理论工具来进行解构。将“想象”等同于“虚构”，其实并不符合

安德森强调民族认同现象的强劲性与持久性的本意，但毕竟还属于常见的与易于理解的反应。而

另外一些受众认为，只要掌握了塑造的权力并遵循一定的历史先例，就可以正当地塑造出不同的

民族认同。这一种反应虽然看似不常见，但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其典型例子就是“台独”意

识形态的塑造——“台独”理论家很难否认绝大多台湾人不过是不同时期的大陆移民，但一些人

会从拉丁美洲西裔与葡裔殖民者的“克里奥民族主义”（Creole Nationalism，可以意译为“土生

仔民族主义”）寻找先例：西裔与葡裔殖民者因为长期在拉美殖民地居住，在一个与母国相隔离

的政治系统之下，已经发展出了不同于母国民众的认同，从而可以正当地宣称自己是一个新的民

族，并获得独立建国的资格，而台湾的情况被认为与此并无根本不同。
3
 通过寻找并确立“先

例”，看似“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研究，就被读出了某种规范性意涵，并被用于支持特定的政

治实践。  

在强调差异、多元、流动性、建构性的学术风尚之下，质疑“中华民族”这一在 20 世纪才

得以巩固的身份认同，既容易得到各种理论工具的支持，也容易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而坚持和

加固这一认同，反而经常面临着理论工具的缺乏。黄兴涛教授迎难而上，其十多年的研究心血，

                                                        
1
 作者也提到了汪晖对帝国与民族国家二元对立反思的启发意义，见黄兴涛：《重塑中华》，第 35 页脚注。 
2
 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3
 《想象的共同体》译者吴叡人本身就从安德森的“Creole Nationalism”概念中汲取资源以支持“台独”意识形

态，代表论述可见吴叡人：《受困的思想》，台北：卫城出版社 2016 年版。不过安德森本人确实认为台湾出现

了一种“Creole Nationalism”，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西方民族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有什么重大差异吗？》

（Benedict Anderson, “Western Nationalism and Eastern Nationalism: Is there a difference that matters?”）《新左

评》（New Left Review）第 9 卷（2001 年 5-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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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最终凝聚成为这本 40 多万字的观念史巨著。作者“以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为骨骼”，但又借助了

“新文化史”的某些做法，如概念史、话语符号的实例分析等（第 8 页），将对思想形态的研究

与社会心理、政治文化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既重视对精英的理论观念的辨析，也重视对政治斗争

过程与大众舆论传播的考察，用翔实丰富的史料与扎实的理论分析，呈现出“中华民族”概念生

长发育与相应身份认同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同时也精确地勾勒出相关研究领域内部的前沿讨论

格局，提供了一张细节丰富的理论地图。 

在《重塑中华》中，作者经常交错使用“‘中华民族’观念”与“‘中华民族’概念”两个

词，这可能会让一些敏感的读者联想到史学领域中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与“概念史”

（conceptual history）进路之辨析。那么，作者怎么处理两个词汇之间的关系呢？《重塑中华》

绪论中首先界定了一种主导型、符号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其“明确强调中国境内各族人民作

为国民或公民的平等身份，他们由历史延续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泛血缘联系的特殊性及

其强化趋势，以及依托在新的现代共和国家形式上的民族共同体之整体性与统一性，包括各族人

民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实现全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发展的共同命运”；作者进而将这一主导

型“中华民族”概念“所直接传导和涵括的族类认同意识，及其运用展开的民族一体化理念和信

念等”，称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之所以称“观念”而非“概念”，是考虑到汉语中的“概

念”一词内涵比较狭窄，可能无法充分涵括运用主导型“中华民族”概念所直接传达的理念、信

念与命运感知等认同性观念的广阔内容（第 1 页）。因此，这是在中文语境中为符合普通读者阅

读习惯而做出的界定，读者不必望文生义，看到“观念”就想到洛维乔伊（Lovejoy），看到“概

念”就想到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或柯史莱克（Koselleck）。 

而就《重塑中华》而言，作者借鉴概念史的进路，关注不同的历史主体在其话语实践对于话

语符号的运用，但并不刻意强调差异和断裂，而是用很大篇幅来处理话语实践中所出现的意义重

叠（overlapping），强调这种重叠之所以能够发生，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现象：特定的时

代境遇使得不同的历史主体有意或无意地向相似的方向行进。这与柯史莱克在区分“语词”与“概

念”之时强调“概念”的模糊性与歧义性的立场有一定区别。事实上，早在 2012 年发表的《概

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文中，黄兴涛就批评过柯史莱克对于“语词”与“概念”的区分

过于简单化，尤其是对于“概念”的模糊性的强调过于绝对化。黄兴涛主张，某些具有较强政治

性的抽象概念中既有模糊含混的层面，但也存在确定的层面。
1
 《重塑中华》中对概念史方法的

运用贯彻了这一主张，作者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分析，就区分出了意义模糊与流变的层面与

相对确定的层面。而这与作者在演化论与建构论之间取中道的学术进路选择，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一、从“自在”到“自觉”：在演化论与建构论之间 

 

黄兴涛研究工作的重要起点，是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论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

实体，是在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之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

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作者指出，费孝通先生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与反思价值”
2
。《重塑

中华》试图对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几千年”进行进一步的辨析，探讨“自在”的中华民族究竟是

在哪个阶段最终形成，而作者认为能够获得最大学界共识的时段，是清朝的康乾时期（第 3页脚

注）这不仅是因为康乾时期奠定了延续至今的中国内部民族构成的基本格局，同时也是因为这一

时期的清王朝已经与若干欧洲列强发生重要的互动，乃至于与俄国通过平等条约确定两国数千里

边界线。在这一语境下，作为整体认同对象的“中华”或“中国”概念“获得了带有现代性因素

                                                        
1
 黄兴涛：《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12 年第 9 期，第 12-13 页。   

2 黄兴涛：《重塑中华》，第 2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4 

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与国家政治体符号性质的客观内涵”。
1
 

在康乾时期成型的“自在”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接下来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

过程。清朝中国与欧美各国的进一步互动，西方“种族”、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等新知识的传入，

与传统民族意识之间发生互动，逐渐形成了一种自觉的中华民族观念。作者特别强调的是，“自

觉”也意味着一种“重塑”，一种“再造”。但这种“重塑”或“再造”并非能够随意为之，而

是有着严格的历史条件限制。“自在”状态下的存在方式，为“自觉”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那种具有独特联系的、尚处于自在阶段或古代

状态的族群共同体之存在及其向近现代演化的内在可能与趋势，对于中华民族概念及与之相应的

一体认同观念的形成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2
  

《重塑中华》的理论进路，其核心是对演化论和建构论的一种综合。在对身份认同的研究中，

“演化论”经常会沦为一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标签，宣称某一认同通过历史演化而来，往往是

拒绝进一步分析的遁词。但《重塑中华》自觉地避免了这一倾向，将“演化论”的意识，落实到

对选择行为及其历史条件的分析上。黄兴涛引用了哲学学者陈先达的两个金句来表明自己的分析

进路：“人的活动的选择性是以不可选择为前提的”“选择，在任何时候都是对可以选择的东西的

选择”（第 381-382 页）。在黄兴涛看来，近代的民族“自觉”过程固然包含了话语的选择，但是，

中华民族在“自在”阶段所形成的各民族之间实际融合关系的历史“联系性”和演进趋势具有某

种潜在的“不可选择性”，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基本走向，同样具有某种“不可选择

性”。近代不同政治势力对于民族的认识出现过比较大的差异，但“各种对立的力量最后都不得

不高举中华民族整体性旗帜，有其内在的道理”。正是以此为基础，黄兴涛批评本尼迪克特·安

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第 383页），认为安德森对人的主观性强调过头。而他主张的综合演化

论与建构论的进路，落实到操作层面，重点就在于呈现“对可以选择的东西的选择”。 

从这一进路来看，“帝国”与“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极有可能扭曲中国历史的图景。从

“满蒙学”到“新清史”，论者通常会着力强调清王朝治下的中国的“帝国性”。在“帝国”的

观念背后，又是一种源于欧洲的“复合君主制”想象，仿佛清朝的皇帝如同一战前的奥地利皇帝

兼匈牙利国王，只是兼任了面向不同族群的特殊统治身份，但从来没有将这些不同的族群统合在

一起；因此，当帝制倒台时，各族群就获得挣脱“民族大监狱”的权利。《重塑中华》对这一历

史叙事提出了严肃而有力的批评。黄兴涛指出，满人建立的清朝绝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个“满人

族群主权”的王朝：清朝皇帝主动地将自己纳入到中原王朝的谱系之中，所确立的是一种面向各

个族群的普遍皇权
3
，而非只是针对各个族群的特殊统治身份（比如满人族长，蒙古可汗，西藏

文殊菩萨、转轮王）的简单加总；康熙、雍正、乾隆已经将他们所统治的庞大国土称为“中国”，

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以及与朝鲜划界的时候，都以“中国”自居。晚清“预备立宪”时期，一些

满人官员和留日旗人也力倡破除满汉畛域，倡导五族“大同”，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4
 

在 20世纪初，尽管“中华民族”这一符号尚未普及，但是中国已有的族群关系和政治结构，

有利于并强调维护政治共同体的一体性。基于这些历史条件，晚清虽然出现了以“驱除鞑虏”为

口号的汉民族主义运动，但并没有真正走向单一民族独立建国的道路。黄兴涛特别强调，在辛亥

革命之前，革命阵营内部就在修正自己的民族论述，尤其是黄兴、刘揆一等提出了“五族共和”

的思想，这就为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的全面转向提供了条件。这一论述破解了将革命派与汉

                                                        
1 黄兴涛：《重塑中华》，第 380页。  
2 黄兴涛：《重塑中华》，第 380页。  
3
 对于这一点的强调，在黄兴涛 2011 年发表的《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中就已显明。黄兴涛：《清代满人的

“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4
 作者在结语中批评清末儒家的“天下”观念与大同主义并非与民族主义观念处于对立状态（第 380-381 页），

其重要证据即在清末满人的“五族大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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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关联在一起的刻板印象，为理解辛亥革命后的民族论述转向提供了新的理解线索。 

要评估黄兴涛教授这些论述的重要性，就有必要提及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前后的一场以重新认

识南北和谈、清帝逊位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作为讨论的参与人之一，笔者的论述具有回应新清史

论述的明确意图，强调《清帝逊位诏书》对于中华民族保持统一的意义。但与此同时，笔者也引

用了新清史学者对于清朝皇帝多重统治身份的论述
1
，以强调清朝内部整合的难度以及向共和转

变可能带来的国家分裂危险。但如果采用了这样一个历史起点来论述《清帝逊位诏书》对于中国

统一的历史意义，就有可能过多地依赖于这一纸诏书对于“大清即中国”的证明，而对清廷在更

早的时候推进中国认同建设的种种努力呈现不够。类似的问题也可能存在其他的一些讨论者的论

述之中。不过，随着研究的推进，在 2016年重版的《旧邦新造：1911-1917》中，笔者已经作出

论述上的调整，指出尽管清王朝对各地方与藩属的治理具有很强的“制度多元主义”色彩，但清

朝君主作为皇帝的身份具有普遍性，其他身份是叠加在这个基础身份之上。治理体系的多元性，

并不能取消皇帝身份在法理上的普遍性。
2
  

不过，对这一论断最好的史料证据支持，无过于黄兴涛《重塑中华》第一章的讨论。黄兴涛

指出，从皇太极登基开始，清王朝就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为超越特殊族群的王朝。清朝皇帝并不

仅仅是在汉人之前自称皇帝，无论是在满语、蒙古语还是藏语中，清朝皇帝都有其作为中国君主

的称呼，因此，清朝皇帝的中国君主身份是一个普遍的身份，而不仅仅是针对特定族群的身份。

奥匈帝国式的复合君主制模型，并不适合用来描述清朝的皇权形态。同时，黄兴涛指出，早在

18 世纪早期，康熙就已经和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勘定边界，同时也在中朝边境勘界，

这些勘界实践，甚至走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前面。“中国”认同，在此与一种比较清晰的领土边

界意识关联在一起，而这绝不是强调边疆（frontier）而非边界（boundary）的传统“帝国”范式

所能涵盖。  

黄兴涛更是进一步强调，在 19世纪清廷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之中，绝大多数条约都是“中国”

或“中华”与“大清国”或“大清帝国”混用。清朝君主对内拥有皇帝的普遍身份，对外又是列

强广泛承认的中国的主权代表。这一强调，在笔者看来是非常恰当的。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在

多数列强的认知当中，中国发生的变迁不过是政府的更迭，所发生的是一个“政府承认”的国际

法问题，而非像 20世纪 90 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所带来的“国家承认”的问题。
3
 如此来看，

《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它坚持了清政府长期以来的“大清即中国”的立场，

没有为革命后的“政府继承”制造出额外的法律难题。 

针对清史领域中对中国与中华民族一体性的怀疑，黄兴涛作出的回应相当有力，同时，这

一回应也有助于防止“建构论”的滥用。民族主义研究界一般承认，历史上的王朝统治，往往对

于民族意识的塑造有重要的意义，王朝的疆域在很大程度上划定了民族的空间边界，王朝的政治

体系为政治-文化精英的跨地域流动提供了空间边界，从而打造出一种模糊的政治共同体意识，

而这就有可能成为近代民族意识的前身。如果清朝皇帝塑造统一认同的努力很早就开始了，而不

是在晚清时候“临时抱佛脚”，20 世纪形成的“中华民族”自觉，也就有着更加深厚的历史基

础。而与此相比，欧洲各国王朝国家之下的民族意识塑造，为时其实也并不长远。 

 

二、两种中华民族观的变奏 

                                                        
1
 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9 页。杨昂：《清帝<逊位诏书>在中

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环球法律评论》2011 年第 4 期。  
2
 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6-47 页。  
3
 关于国际法上“国家承认”与“政府承认”的区别，可参见陈体强：《关于承认的国际法——英国与美国的实

践 》（Ti-chiang Che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Recogni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actice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纽约 1951 年版,第 97-104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6 

 

中华民族“自在”状态下的存在方式，对近代民族“自觉”的生长，形成了强有力的限制和

塑造。在辛亥革命之后，建设一种统一的民族认同，以维护中国的一体性，就成为中国政治-文

化精英的主流共识，并在抗战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重塑中华》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抗战前后祭

祀黄帝、界定“民族英雄”与“汉奸”等具有强烈情感性的实践，其对“民族英雄”与“汉奸”

话语的研究尤具开创性。然而，关于中华民族认同的分歧仍然长期存在。贯穿《重塑中华》的一

条重要的线索，就是单一性中华民族认同与多元性中华民族认同的变奏。作者将民国时期的这两

种路径，分别称为“一元多流论”与“多元一体论”（376-379 页），但各自内部又有不同子类型，

二者之间也存在大片模糊地带。《重塑中华》从民国肇论述到民国的终结，呈现出不同类型话语

之间丰富的互动与对话。 

民初的“五族共和”话语，虽然并没有在五族之上设“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这一总称，

但对于一个联合体的存在，并无分歧。“五族共和”作为官方标准话语，本身就会对单一性的中

华民族论述构成一种抑制作用。然而，在 1910 年代末，出现了对于“五族共和”的强势质疑。

《重塑中华》重点分析了孙中山的民族论述。孙中山在民初时曾经赞同“五族共和”，但到了

1919 年，孙中山就开始批判“五族共和”，加强对单一性的强调。在 1924 年《民族主义》演讲

中，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了“国族说”，称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民族主义》演讲中也提到

了联合“宗族”加强国族认同的路径。但与此同时，孙中山支持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却强调“民

族平等”，乃至于承认“民族自决”，这就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演讲形成了很大的张力。 

作为具有清晰方法论自觉的史家，黄兴涛重视研究对象思想的内在差异与张力，避免强行替

历史行动者自圆其说。《重塑中华》的后续论述，也向读者展示了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内部张力如

何影响此后的历史论述。比如说，孙中山之子孙科继承了孙中山民族思想中的这一张力，一方面

用单一性色彩很强的“国族”，另一方面，又有很强的境内各族群平等的意识。但蒋介石主要吸

收了孙中山对于单一性的强调，而且将“国族”论述与“宗族”论述结合起来，最终打造出一个

极端强调单一性的论述：中华民族是一个国族，而国内各族群，应当被称为“宗族”！ 

蒋介石倡导的“分枝宗族论”只是“一元多流论”中的一个代表。黄兴涛以语境化的方式，

展开论述了“一元多流论”的谱系。强调中华民族单一性的声浪与抗日战争的爆发有着非常大的

关系，在抗战的背景之下，不少论者认为必须强调中华民族的内部的紧密团结，才能够激励民气。

除蒋介石提出“分枝宗族论”之外，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汪少伦提出“支族论”，

《我们的国族》称各民族为“部族”，熊十力强调中国各民族都源于远古“北京人”始祖，等等。

但影响论者判断的国际因素又不仅仅是日本。作者提到 1938年 9月至 1939年初德国借口少数民

族问题强迫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并最终占领捷克全境，对于国内知识人与国民党人士，起到了

直接的刺激作用；1939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一度下令禁止滥用“少数民族”名词，倡导以地域来

称呼边疆同胞。 

与“一元多流论”相对的是“多元一体论”，代表者有 20 年代的梁启超，吴文藻与费孝通

师徒，以及抗战爆发后的中共，等等。梁启超 20 年代致力于中华民族论述的完善，既强调中华

民族的一体性，也肯认其内部存在着多元性。共产党人早期受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影响，一

开始就肯认中国境内民族的多样性，但抗战期间又强调中华民族的内部团结，由此形成了完整的

“多元一体”论述结构；吴文藻、费孝通长期在边疆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对于边疆族群的

多元，有着非常深入的认识。但黄兴涛指出，“多元一体论”中也存在不同的未来指向，比如梁

启超比较强调以主体民族为中心加强民族融合，而吴文藻、费孝通与中共则强调将会在很长一个

时期内保持民族之间的差异。 

《重塑中华》重构了两种路径之间的数次交锋，借助戏剧性的对抗，捕捉并呈现不同话语的

内在特征。一是顾颉刚、傅斯年与吴文藻、费孝通师徒之间的讨论。顾颉刚 1939 年 2 月提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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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是一个”，引发热烈讨论，费孝通、翦伯赞和苗民鲁格夫尔表示异议，而张维华、白寿彝、

徐旭生、杨向奎、马毅等对顾颉刚表示支持。与顾颉刚思想接近的傅斯年试图从行政上干预顾颉

刚与费孝通的争论，将矛头指向了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黄兴涛指出，吴文藻于 1939 年发表的

《论边疆教育》一文十分重要，明确提出“多元文化”与“政治一体”的现阶段中华民族建设构

想，将苏俄的民族政策作为典范，主张政治经济事务上采中央集权主义，在教育文化上采地方分

权主义，但又不采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模式。吴文藻同时主张结合各民族自身的需要，进行一

定的“汉化教育”，以增进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在黄兴涛看来，这一主张比费孝通与顾颉刚讨

论中表明的意见还要“稍微高明一些”。费孝通后来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后来成为权威

理论，其早年与顾颉刚的争论，因此也获得了较多的关注。但黄兴涛指出，吴文藻在争论过程中

对费孝通的指点，以及《论边疆教育》中提出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主张，对于费孝通思

想的发展是有影响意义的。而忽略《论边疆教育》，仅以吴文藻 1927 年《民族与国家》和 1942

年《边政学发凡》为据来认识吴文藻的思想，也会出现一定的偏差，比如遗漏吴文藻对于汉文化

在边疆的功能的认识。 

《重塑中华》的论述举重若轻，对吴文藻的讨论，也隐含了对当下实践的回应。近年以来，

社会各界对于在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历史的教训是，如果只学习

民族语言，而不掌握普通话，那么民族之间的交往就难以深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富带动

后富”更依赖于不同区域和民族之间的民间交流，如果不掌握交流的中介，一些边疆地区就不容

易做到脱贫致富。如果要深入探讨双语教育的理由，可以说吴文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先行者。

《重塑中华》通过对这一史料的发掘，对中国民族学当下的一些重要理论讨论，做出了极有意义

的回应。 

第二是蒋介石 1943 年出版《中国之命运》所引发的辩论。黄兴涛强调蒋介石的理论与顾颉

刚存在重要差异，以“宗族”而非“种族”来界定国族的分支。《重塑中华》对《中国之命运》

出版之后正反两方面意见都作了概括，避免了只陈述一方意见的传统论述弊病，同时也明确判断，

蒋介石的“宗族论”不顾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舆论中的成说，欠缺明智与审慎，是一次基本失

败的尝试。黄兴涛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的“宗族论”并非抗战时期国民党民族思想和政策的全部，

国民党内不少人并不认同蒋介石的理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曾经订正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具有歧

视性的称谓。在这些细节上，处处可以看到黄兴涛追求平衡而全面的历史叙事的努力。  

第三是从 1936 年“五五宪草”到 1946宪法，围绕着“中华国族”入宪展开的争论。孙科主

持起草、1936 年公布的“五五宪草”将“中华国族”写入总纲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

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这就出现了国族之下有多民族存在的观念。这体现了孙

科的民族观，同时也体现了孙中山民族观对孙科的影响。而 1940 年国民参政会通过“期成宪草”

之时，陶孟和与章士钊将“中华国族”改成了“中华民国”，体现出与孙科不同的政治取向。蒋

介石对孙科的立场也不满意，但其方向与陶孟和与章士钊不同，试图将其“宗族论”写入宪法，

以凸显民族的单一性。然而 1946 年底的“制宪国大”讨论激烈，蒋介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宗

族论”，接受国族之下存在各民族的事实，《中华民国宪法》第五条最终定为“中华民国各民族

一律平等”，既没有“中华民族”，也没有“中华国族”。黄兴涛同时注意到，1949 年《共同纲

领》中也没有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由此反映出“中华民族”这一总的民族共同体符号，虽然

传播广泛，但仍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分歧。 

黄兴涛对“中华国族”入宪的讨论，对于中国宪法史是一个直接的贡献，能够而且应当激发

新的讨论。1949 年以来，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乃至八二宪法及其

四个修正案，中国宪法文本中都没有出现“中华民族”四个字。这四个字直到 2018 年，才嵌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进入了中国宪法序言， 这不仅是 1949

年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中国自有成文宪法以来的第一次。“中华民族”四个字为何是在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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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更早的时候进入中国宪法，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主题所限，本文将止

步于提出这一问题，但可以预料，任何进一步的讨论，都有必要参考《重塑中华》的论述。  

在单一性中华民族认同与多元性中华民族认同的变奏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模糊地带。

值得一提的是，《重塑中华》不仅善于做理论观念的辨析，也善于剖析感情性现象。作者在第四

章中特别分析过抗战期间的黄帝祭祀。从理论上，黄帝祭祀假设中国人人为黄帝后裔，似乎指向

某种单一民族论述，然而抗战期间许多“多元一体论”者都参与黄帝祭祀，对祭祀背后的理念不

做深究。比如说，延安时期的中共是复合型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有力倡导者，但同时也认同“炎

黄子孙”的论述，积极参加祭拜黄帝陵。黄兴涛评论说，这是在民族危机异常强烈之时，需要一

种情感上的团结力的体现——光有政治认同还不够，还需要一种带着历史文化认同意义的“泛血

缘”纽带的联结
1
。对情感与思想关系的这些思考，可以体现出黄兴涛对于“新文化史”研究进

路的汲取和运用。  

《重塑中华》对所有这些历史细节的挖掘和展示，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的主流论述，究竟是经过何种锤炼才成为主流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多元一体”

大框架之下仍然存在的不同取向。正如作者在结语中指出的一样：“在当今中国，强化中华民族

或中华国族的整体认同，无疑仍是时代的使命与当务之急，而与此同时，自觉而有效地维护少数

民族的权利，努力保持各民族的文化个性与多样化发展，也同样是迫切而持久的需求——如何在

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与平衡，实在既需要国人平静的理性、深入的调研，又需要长远的眼光和

智慧的创造。”
2
这在笔者看来，是一个从“自觉”走向“更大的自觉”的呼吁。而《重塑中华》

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为达到一种“更大的自觉”，提供了清晰而丰富的历史线索。 

 

三、朝向较为整全的历史图景 

 

然而，一本四十多万字、跨度达数个世纪的著作，在无数的论述点之中，也必然会存在一些

薄弱之处。就结构而言，读者可以感觉到本书对于抗战时期的论述极其丰满与立体，有学者与政

治家的理论辩论，有国民政府的祭祀黄帝、界定“汉奸”与“民族英雄”的实践，也有教育层面

的教科书编写与大众舆论层面的情感性表达。相比之下，对晚清时期的论述力度稍弱，尤其是，

在对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分析之中，论述上略有失衡。在黄兴涛的历史叙事中，立宪派的面目是中

华民族一体性观念的积极生产者与传播者，而革命派总体而言是受影响者和接受者，不断从一个

原有的偏狭立场上后退。在革命派中，黄兴涛最为重视黄兴、刘揆一等较早接受五族一体观念的

人士，着重阐发其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经发展出“五族共和”的观念——这一史实发掘，是《重

塑中华》的重要贡献之一，有助于解释辛亥革命之后革命阵营何以如此迅速地接受“五族共和”

的观念。但《重塑中华》第一章对孙中山、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着墨甚少，他们的历史

面目，究竟只是被动后退，还是对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有另外一些值得重视的论述？  

比如说，《重塑中华》在探讨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于杨度之回应时，认为章太炎虽

然超越了民族复仇主义，但仍然强调“血统”，体现出某种思想的偏狭性（第 70页），这在处理

上可能略显仓促。章太炎的“血统”论述复杂性远超常人想象。章氏并非强调生物学意义上的种

族特征，其重点恰恰落在历史记忆上，强调近世种族之辨重在“历史民族”而非“天然民族”。

于是，历史记忆和历史记载是否确定，成为认定一个种族的前提条件，而经由历史所成之民族才

具有政治民族的主体性。
3
 这种“历史民族”观念针对的是杨度的“文化民族”观念，试图破解

其内嵌的源于今文经学与欧洲列强“文明的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话语的文明等级论。  

                                                        
1
 黄兴涛：《重塑中华》，第 301页。 
2
 黄兴涛：《重塑中华》，第 384页。 
3
 参见张志强：《一种伦理民族主义是否可能——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哲学动态》2015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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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历史民族”的观念出发，尤其着眼于中国语言文字的传播所体现的交往实践，章氏认

为，“二郡一司”（朝鲜、越南、缅甸）对于中国的意义更大于“三荒服”（蒙、藏、回），中国

本更应致力于将“二郡一司”重新纳入中国版图，至于“三荒服”，本可“任其去来”
1
，只是由

于地缘政治的缘由，恢复“二郡一司”的难度远大于保有“三荒服”，故此，中国可暂先持有“三

荒服”，再图进取：“若三荒服而一切同化于吾，则民族主义所行益广。自兹以后，二郡一司反乎

可覆，则先汉之疆域始完，而中华民国于是真为成立。”
2
  

考虑到章太炎对于 “二郡一司”的执念，他在《中华民国解》中设想的中华民国版图，实

际上远大于康有为、杨度等人的期待。而在这个更大的疆域之内，章太炎所设想的民族关系，也

比杨度等人更加灵活。针对杨度等人提出的蒙回藏人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者，必以通中国语为唯

一条件的主张，章太炎不以为然，他的替代方案是“令三荒服，各置议士，其与选者，惟涉彼部

之事则言之”。
3
 章太炎的方案如果实现，那么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个内部族群构成更为多元的中

国，必然需要某种联合体乃至集合体的概念，这将对概念建构产生何种影响，不无探讨价值。 

从章太炎探讨的“二郡一司”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到“中华民族”论述与南洋华人

华侨的关系。如果说立宪派的思路总体上是以中国既定版图为基础，推进“以国立族”，革命派

的思考经常延伸到既有版图之外，重视海外华人华侨，尤其是南洋华人华侨——他们保留着传统

的宗族组织，在列强殖民地掌握了相当大的经济财富，具有可观的政治动员力，甚至不乏摆脱列

强统治，在未来建立某种政治实体的可能性。而在与革命派的宣传竞争中，像康有为、梁启超这

样的立宪派也不得不推进自己的民族论述对于海外华人华侨的回应性。 一个如果将南洋包含的

政治潜能考虑进来，这样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在当下，这一问题无疑具有进一步挖

掘的空间。 

而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其民族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演变，也并不仅仅是从“排

满”“仇满”的立场上不断后退。早在 1905 年所作的《排外与国际法》一文中，胡汉民就当时清

廷所下的一则防止“排外”的谕旨做出评论。清政府丧权辱国，将中国权益出卖给外国人，而且

压抑中国人对于国家权益的主张。而所谓“排外”，即由此而起。“吾国人者，内不得援于政府，

又欲亟争之于外，此所以允无当也。”这就引向胡汉民的结论，“欲达吾人主张权利之目的，则莫

如扑满革命。” 
4
 胡汉民通过对国际法的探讨，建立起一个民族国家独立平等的参照系，以此将

清廷作为中国争取国际权益的障碍，将“排满”论证为有效抵抗帝国主义的基础。胡汉民呈现的

这一逻辑，并非其个人独有。熟悉章太炎的研究者知道，章氏之所以从早年的赞同君主立宪转向

革命，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刺激，认定清廷已经成为反帝的障碍。这是许多革

命派共享的判断。考虑到“反帝”这个更为重要的大前提，许多革命派人士在中华民族范围问题

上展示的灵活性，也就比较好理解了。 

笔者的另一个兴趣点在于《重塑中华》对“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

探讨。《重塑中华》在第 343-346 页探讨抗战时期中共的民族观时，强调抗战期间中共用“中华

民族”来指称全体中国人。在第 344页论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之论断，作者评论说：“从毛泽东的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民族共同体整体的意思，同时也可以看出，该词与带有从古至今历史

                                                        
1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第 4 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7 页。一个对《中华

民国解》的解读，参见陕庆：《命名与论述中国的方式——对<中华民国解>的一种解读》，《开放时代》2017年

第 5 期，第 76-93 页。  
2
 《章太炎全集》第 4 册，第 258 页。联系到章太炎的当时积极奔走成立“亚洲和亲会”的实践，他的“二郡一

司”论，具有强烈的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意涵。  
3
 《章太炎全集》第 4 册，第 262 页。  
4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胡汉民先生文集》（第一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78

年版，第 113-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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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延续性内涵的‘中国人民’一词基本上是近似语”。而在第 345 页，作者强调了张闻天“中

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连用的表述方法，强调的也是“中华民族”概念指向“全体中国人”的涵义。

“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在此并非作者处理的重点，但在笔者看来是一个比较重要

的问题。从概念史的方法来说，“中华民族”这一核心概念的“语义域”影响着这一概念意义的

界定，而“中国人民”在“语义域”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其重要性自抗战以来不断增加。《重

塑中华》已经展现了某些历史片段，但存在展开进一步论述的余地。  

在帝制之下，“人民”最为广泛的传统用法，泛指一地一处的居民，并不刻意强调其内部同

质性，接近于英文 people 一词政治色彩较淡的用法。
1
 这种用法延续到了民国，如 1920 年《致

中》杂志发表过一篇《中国人民非五族》，大致是在这种非政治的意义上使用“人民”二字
2
，“人

民”指的是居住在中国土地上的民众。帝制之下，“人民”也被用来指代作为被统治者的“臣

民”，政治色彩略有加深。但近代出现了政治色彩更深的“人民”用法，其顶点就是卢梭式的“人

民主权”观念——在此，人民的“公意”被视为政治正当性的源泉，人民仿佛是一个始终保持着

的广场集会，不断认可或者否决那些自称是其代表的政治人物的行动。在清末大臣出洋考察列国

宪法之后向清廷递交的奏折中，“人民”的这几种用法都存在，达寿更在其奏折中直接提到了卢

梭的人民主权学说。
3
  

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人民主权”的理念，但同样流行起来的还有“国民”一词。

1912 年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1923 年北洋直系势力主导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即曹锟贿选宪法）以及 1931 年蒋介石主导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均规定主权属于

“国民全体”。而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公民权利义务的章节，《临时约法》中的标题是“人民”，

《中华民国宪法》中的标题为“国民”，《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的标题是“人民之权利义务”，

并不统一。在此章节之下，三部宪法之中凡涉及个体性的权利与义务的，其主体均称“人民”，

只是《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涉及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时，称其主体为“国民”。

这样看来，似乎“国民”对应 people, “人民”对应 citizen。然而《临时约法》又有“中华民国

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的表述，可见“国民”、“人民”意义重叠之严重。政论家也经常混用二者，

如戴季陶 1913 年所作《民国政治论》大讲“人民主权”与“人民公意”，但也经常在相似意义上

使用“国民”一词。
4
  

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也是“人民”“国民”并用，这在其中央机关报《向导》

周报上就有相当体现。但在国共合作失败之后，中共文献中“国民”的使用就大大减少，当然，

这并不等于“人民”的使用就变得更为频繁。1931 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只有

“人民委员会”的设置中有“人民”的表述，其他各处并没有出现“人民”或“国民”。这一时

期中共使用“工农”“民众”“群众”更多，苏区的政府称“工农兵苏维埃”，而非“人民政

府”。在这一语境下，“人民”意味着比“工农”外延更为宽泛的群体单位。长征过程中，张国

焘在四川成立“四川人民政府”，就是刻意强调不执行苏维埃的土地革命政策，以求吸纳更多的

社会群体。  

在抗战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中共在频繁地使用“中华民族”“全民族”等概念同时，也比以

往更多使用“中国人民”“全国人民”等词。考虑到前一阶段中共主要使用“工农”或“无产阶

级”来指代自己的社会基础，频繁使用“中国人民”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对阶级对抗性的淡化处

                                                        
1
 清时又有“民人”的用法，与“旗人”相对，指的是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平民。这一用法甚至延伸到一些国际

条约的汉文本中。 
2
 《中国人民非五族》，《致中》1920 年第 1 卷第 2 期，第 100页。 
3
 达寿：《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折》，夏新华等编：《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7 页。  
4
 戴季陶：《民国政治论》，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606-6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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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重塑中华》在这方面展示了历史的一个片段：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张闻天，一度在比较接

近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两个词。不过，在张闻天那里，“中华民族”与“中

国人民”的接近程度究竟有多高，还是可以有辨析的余地。张闻天在 30 年代末还在与“少数上

层统治者”相对的意义上使用“人民大众”
1
，同时还运用“工人阶级与最大多数人民”

2
 的表

述。与此对照，张闻天所说的“中国人民”是否遵循着帝制之下政治色彩较淡的传统用法，也都

可以从语用学出发进行讨论。  

同时，领导人之间还存在着个体差异。与张闻天相比，毛泽东对于“人民”和“中国人民”

的使用具有更强的政治性自觉。1935 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大

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3
 在国内

敌我区分的语境之下，这里的“中国人民”呈现出革命阶级之联合的意味。1940 年的《新民主

主义论》（原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进一步阐明了“人民”作为各革命

阶级之联合的意涵，并且对“国民”的常规用法做出批评：“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

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

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
4
  

因此，在毛泽东 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语境中，“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并非

一回事。几乎可以说，一个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天生属于“中华民族”，但是否属于“中国人民”，

则要看其阶级出身与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用法成为党内标准用法之

后，中共对“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组合使用，颇能体现出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平衡处

理方式。抗战胜利之后，国内革命继续推进，“中国人民”的范围也就不断发生变化。比如在 1949

年《共同纲领》中，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还是“人民”的一部分，但到了 1954 年宪法中，

这两种成分就已经消失。通过阶级分析视角界定的“人民”也完全可以越出国界。天安门城楼上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可以提示我们中国革命朝向“世界大同”的国际主义面相。 

阐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语义分野，有助于今人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从《共同纲

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到八二宪法及其四个修正案，中国的宪法性文件都会特别

强调“中国人民”这个政治主体，但均没有出现“中华民族”概念，只是到了 2018 年，“中华

民族”表述才经由宪法修正案，成为中国宪法文本的一部分。概念的轻重之变，背后是不同政治

形态的此起彼伏。《重塑中华》通过追溯“中华民族”的观念史描绘出与之相关的政治形态，而

这也让我们期待能有同样份量的“中国人民”概念史的问世。 

 

四、余 论 

 

《重塑中华》覆盖的时段截止于 1949 年，但其问题意识绝非仅限于近代。事实上，任何优

秀的历史作品，都不仅是关于过去的，而是用过去关照未来，“通古今之变”。既然中华民族认同

的塑造仍然“在路上”，“一”与“多”之间的张力也将长期存在，《重塑中华》对近代“中华民

族”观念塑造历程的叙述，也将作为一种思想的力量，参与到这个塑造的过程中去。
5
未来的实

践者将能从这部作品中看到“中华民族”观念内部包含的复杂性，从而从“自觉”走向更大的

“自觉”，捍卫和继续巩固既有的共识，避免无谓的争论和消耗。 

                                                        
1
 张闻天：《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7 页。 
2
 张闻天：《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第 229 页。 
3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4 页。  
4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76 页。  
5
 《重塑中华》发掘了一条十分有意义的历史线索。在第二章《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与传播》过程中，作者

分析了李大钊 1917 年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与《大亚细亚主义》以及 1924 年的《人种问题》，勾勒出李大钊

的“中华民族复活论”。这一论述在历史上一度湮没无闻，但在今日，或许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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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学界同仁而言，《重塑中华》极为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贡献了新的历史叙事，而且

通过历史叙事，勾勒出了一张巨大的多层次的对话网络，在历史行动者相互之间，在作者与历史

行动者之间，在作者与当代研究者之间，各个层面都充满了富有启发的对话。这些对话对各个学

科开放，无论一个研究者是来自文学、哲学、人类学还是政治学、法学，只要他/她关心“中国”

与“中华民族”的认同的近代演变，都将能够从《重塑中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对话点，并以

《重塑中华》整理的既有研究文献为基础，展开新的研究。尽管本书出版不到一年，我们可以大

胆预测，这部著作的辐射力将远远超出史学学科，成为常读常新的当代名著；而其局部未竟之处，

也可以激励研究者继续努力，贡献出更为全面和精细的历史图景。 

 

 

 

【论  文】 

20 世纪中国两场民族建国路线的竞争
1
 

——战争与革命的视角 
 

夏引业* 

 

摘要：战争、革命与民族国家创建具有一种内在的深切勾连。20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场民族建

国路线的竞争：第一次是 20 世纪初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民族建国路线的竞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派通过具有种族色彩的民主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始终无法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第二次是

20 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民族建国路线的竞争，中国共产党通过阶级民族主义的方式建

立了强大的民族国家。战争与革命是贯穿这两场竞争的一条主线，但革命性思维在新中国成立后

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延续，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我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如何对待此

一传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目前正迈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改革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

或许只有经过持续稳健的改革，社会有机体才能获得健康稳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只

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式。 

关键词：革命；战争；种族革命；阶级民族主义 

 

一、引  论 

 

战争、革命与民族国家创建具有一种内在的深切勾连。既有研究倾向性认为，战争催生民族

国家，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往往要经历战火的洗礼。如西方学者迈克尔·霍华德就曾指出，现代

民族国家无不诞生于战争之中，“没有哪个国家不是诞生于战火之中的……没有哪一个有自我意

识的群体能够不经历武装冲突或战争威胁，就把自己确立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新的和独立的角

色。”[2]美国国家政治学家霍尔斯蒂经过统计得出，两次民族国家创建的高潮时期（分别为

1815~1914 年和 1945~1989 年）因民族国家构建导致的战争比例高达 55% 和 50%。[3]国内亦有

不少学者指出了战争与民族国家创建的密切关系，如有学者考察早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

                                                        
1 本文刊载于《学术界》2018 年第 1 期，第 176-189 页。 
* 作者为重庆工商大学讲师，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2] Howard, Michael.War and the nation-state, Daedalus, 1979, p.102. 
[3] Holsti K J.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0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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